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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10—2019 年国际期刊 Cell、Nature 和 Science 论文数据,采用科学计量学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

国家和城市(区域)两个空间视角进行比较分析,测算得到我国与全球科学中心的距离。 研究发现:我国与美国

之间“量的距离”和“质的距离”均在快速缩小,但是“质的距离”仍然较大,在科学合作网络中还处于相对边缘

的位置。 基于此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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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stimates the distance between our country and global science centers from both perspectives of

country-level and city ( region)-level with scientometrics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based on the data

published in the World’s Top Journals of Cell, Nature and Scie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2010 - 2019. The result shows

that, both “Quantity Distance” and “Quality Dista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shrinking rapidly, but

the “Quality Distance” is still large. China is still at a relatively marginal position in the global scientific network,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have been raised 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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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5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

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

大会上提出,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

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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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地[1]。 成为世界科技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

学中心,就必须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科研机构和

研究型大学,能够持续涌现一批重大原创性科学

成果。 为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国家先后布局

建设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合肥和粤港澳大湾区 4
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期望突破一批重大科学

难题和前沿科技瓶颈,引领我国基础研究水平的

快速提升,推动我国向全球科学中心进军。 历史

上,科学中心的形成一般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过

程,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逐步

发育成长,先成为区域性科学中心,而后逐渐突

破成为全球科学中心。 那么,我国的科学研究

实力在全球究竟处于什么位置? 我国距全球科

学中心还有多远? 是很多人士共同关心的问

题,本文尝试从科学论文成果的角度对此问题

进行探讨。
一、文献综述

(一)关于科学中心的研究

科学中心即科学活动中心,它并非是一个崭

新的概念。 关于科学中心的讨论最早可追溯到

1954 年,英国物理学家贝尔纳(1959) [2] 首次阐述

了科学活动中心思想。 在此基础上,1962 年,日本

科学史学者汤浅光朝(1962) [3]首次对世界科学活

动中心进行量化界定,即一个国家的科学成果如

果超过同期内全世界科学成果的 25% ,则该国可

视为该时期的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并根据这一标

准,认为近现代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发生了 5 次大的

转移,其路径为: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

国。 1974 年, 我国著名科学计量学家赵红州

(1984) [4]独立发现了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现象。 之

后,国内学者开始关注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现象。
总体而言,我国学者对科学活动中心的研究主要

有两个路径:一是定量研究,应用统计方法研究科

学活动中心及其转移现象。 冯烨等(2000) [5]、姜
春林等(2010) [6]提出多科学活动中心现象。 二是

定性研究,研究科学活动中心形成的模式和影响

因素。 武龙等(2001) [7]通过分析英国成为世界科

学活动中心的进程,概括出世界科学中心形成的

一般模式。 吕有勇(2014) [8]通过分析科学中心的

历史转移过程,提出科学中心形成的基本成因。
(二)关于我国在世界科学中的位置研究

科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自工业

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对科学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尤
其是 20 世纪以来,经济发达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

争相加强科学研究的资源投入,以获取在科学研究

领域的快速进步,占领科学制高点。 为观察我国科

学发展在世界中的位置,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开展

了大量研究,得出颇多有意义的结论。 刘小鹏等

(2006) [9]、马艳艳等(2009) [10]分别通过对 2001—
2005 年、1991—2006 年我国科研机构在 Nature 和

Science 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进行统计,得出国际合

作论文中我国科研机构作为第一著作单位的比重

较低,说明我国科研机构在高水平国际合作中处

于从属地位。 周海花等(2012) [11] 通过对 1978—
2010 年我国科研机构在 Nature 和 Science 上发表

的论文进行分析,得出中国科学院处于合作网络

的中心位置,与国内外机构建立了密切联系。 朱

强等(2014) [12]基于 2004—2013 年 Cell、Nature 和

Science 论文数据,统计分析了我国基础科学研究

最近 10 年来成果的质量、水平及国际地位的变化,
认为我国基础研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步,但与

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赵蓉英等

(2016) [13]从发文量、核心作者、发文机构、文献被

引情况及研究主题等角度,对 2000—2015 年我国

学者在 Cell、Nature 和 Science 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进

行计量分析,认为与美国、英国等发文量大国相

比,我国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大部分研究从国

家层面开展对比分析,还相对缺少城市(区域)空

间尺度的研究。
(三)关于科学合作网络的研究

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合作日渐成为

科学研究的主流,大大推动着科学的发展。 科学中

心,在全球科学合作网络中起主导作用、居于核心位

置。 从科学合作网络视角,可以分析不同国家、城市

(区域) 在科学合作网络中的位置。 Beaver 等

(1978) [14]提出科学专业化分工是合作网络研究的

起源。 Newman(2004) [15] 从论文数量、合作人数分

布规律、网络节点平均距离等方面研究了科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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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提出计算合作网络权重的具体方法,由此估算

出合作强度的大小。 近年来,对于科学合作网络的

研究主要有两种路线:一是宏观角度的对于整个网

络的研究,二是微观角度的研究节点与其他节点产

生的链接关系[16]。 而研究科学合作网络的方法主

要有聚类(cluster) [17]、图谱(mapping) [18]、网络分

析(network analysis) [19]等。
研究我国距离全球科学中心的距离,需要解

决 3 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衡量全球科学中心? 二

是如何评价距离科学中心的距离? 三是选择什么

样的数据? 关于第一个问题,汤浅光朝(1962) [3]、
赵红州(1984) [4]等利用大时间跨度的历史科学成

果数据测度科学中心及其转移变化,研究得出世

界科学中心的转移现象和规律,对于认识科学中

心变迁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当前科学发展日

新月异,历史上科学发展的速度与今日相比,已不

可同日而语,需要跟踪新时期短时间跨度内科学

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其变化,由此可以寻找科学中

心发展趋势的隐含线索,认识我国在世界科学发

展中的位置变化。 关于第二个问题,选择什么样

的方法评价距离科学中心的距离? “科学中心”研
究者们选择科学计量学方法,分析不同国家在不

同时期科学成果的比例,判断科学中心的位置及

变化;“科学合作网络”研究者们选择社会网络分

析法,分析不同国家或城市(区域)在世界科学论

文合作网络中的位置,认识国家或城市(区域)在

世界科学发展中的作用。 不同的方法选择,形成

不同的认识观点,若将二者结合,则可以从两个不

同的角度更加深刻地认识不同国家或城市(区域)
的科学发展位置及其变化。 由此进入到第三个问

题,选择什么样的数据进行分析? 历史重大科学

成果难以获取科学合作的数据,而高层次科学

论文既可以代表当今重大科学成果,具有及时

性、客观性,也可以满足科学计量和社会网络分

析的要求,因此可以选择利用高层次科学论文

数据。
二、研究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选择与处理

科学论文是科学研究产出的主要形式之一,一

个国家或城市(区域)的研究机构发表论文的情况,
尤其是在国际高水平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通

常可以反映其科学研究水平和能力,经常作为定

量判断的一个标志。
Cell、Nature、Science(简称 CNS) 是国际上公

认的三个享有最高学术声誉的科学期刊,是众多

前沿科学成果发表的必争之地。 根据《期刊引证

报告》(JCR 2020),Cell 的影响因子高达 38. 637,
位列BIOCHEMISTRY & MOLECULAR BIOLOGY领

域第一位。 Nature、 Science 的影响因子分别为

42. 778、41. 845,位居 MULTIDISCIPLINARY SCIENCES
领域第一和第二位。 Schlagberger 等(2016)[20] 研究

了 1994—2014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信息特征,发现

95%以上的诺贝尔奖成果以科学论文的形式发

表,并且主要发表于 Nature、Science、Cell、Physical
Review Letters 等期刊。 发表在 CNS 上的论文,无论

是科学意义、科学突破性、学术水平,还是其影响

力,都非常重大且具有世界水平。 3 种期刊年论文

发表数均相对稳定,各国在这 3 种期刊上发表论文

表现为竞争态势。 2019 年,发表在 Cell、Nature、
Science 上的论文数分别为 393 篇、890 篇、710 篇。
与其他论文数量指标相比,CNS 论文数量更能反

映原始创新能力的高低。
本文数据来自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以 3 种

期刊的规范名称作为检索式,论文发表时间为

2010—2019 年,文章类型为 Article,数据检索时间

为 2020 年 4 月 20 日。 共得到有效检索记录 19605
条。 检索结果下载到本地后,对每篇文章的作者

地址进行手工清理,获得国家、城市(区域)信息。
由于各国行政区划分的方式及标准不同,为便于

计算,国内区域以省级行政区为单元(未将香港、
澳门和台湾纳入分析范围),国外区域以城市为

单元。
(二)研究方法

1. 科学计量学方法

本文以在 3 种国际期刊上的论文发表数,即
CNS 论文数来反映科学研究原创性成果的产出情

况,分析国家及城市(区域)科学成果产出的差异

及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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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合作是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合作发

表论文是普遍现象。 对于合著论文,一般有 3 种计

数方法:一是全计数法( integer counting),即对于

N 位作者合著的同一篇论文,每位作者都算完成

了一篇[21] 。 全计数的优点是能够假设其他条件

不变,缺点是各部分百分比例相加不等于 100[22]。
若从空间角度考虑,此计数方法对科学“大城市”
相对有利,原因是其能够参与更多的国家间、区域

间合作[23]。 二是分数计数法( fractional counting),
即对于 N 位作者合著的同一篇论文,每位作者计

算为发表的 1 / N 篇[21]。 此种方法的优点是各个

国家或城市(区域)的科学论文数据可以相加,不
存在重复计数问题。 在实际应用中,不同学者根

据研究目的不同,采用作者、城市或国家等权重的

处理方式,如 Bornmann 等(2017) [24] 研究不同国

家的前沿科学论文贡献,对每篇合著论文中出现

的国家等权重计数,尽管一篇论文中可能有两个及

以上的作者来自同一个国家,该国家也只计为 1 / N
篇。 三是第一作者计数法(first author counting),即
只对第一作者计数,不考虑其它合作者贡献,第一作

者通常是带领开展研究并写作论文的人,对研究工

作做出的贡献最大[25]。
综合考虑以上方法的优缺点,结合本研究的

目的和条件。 本文选择全计数法和分数计数法进

行研究:①全计数法,不对论文合作署名进行顺序

上和贡献上的区分,如 1 篇文章,对于任何署名地

区均计为 1 篇;同一论文重复出现同一地名的,对
于某地区而言只计算 1 篇。 ②分数计数法,对论文

合作署名进行顺序和贡献上的区分,如 1 篇论文,
对于第一作者地区计为 0. 5 篇,其他作者地区等权

重平分 0. 5 篇,同一论文重复出现同一地名的可以

按照权重相加。
本文以发表 CNS 论文数最多的国家 /城市

(区域)为标杆,通过计算其他国家 /城市(区域)
与标杆国家 /城市(区域)发表 CNS 论文的差距,
来衡量与标杆国家 /城市(区域)的距离。 计算方

式为:

D1 =
C1 - C2

C2
　 (D1 ≥0) (1)

其中, C1 为标杆国家 /城市(区域)发表 CNS
论文数; C2 为其他国家 /城市(区域)发表 CNS 论

文数。 D1 值越大,说明与标杆国家 /城市(区域)的
差距越大。

2. 社会网络分析法

社会网络分析法 (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是 20 世纪 60 年代由社会学者 H. White 等根

据数学和图论推导出来的分析方法,通过对社会

网络中节点关系的量化,挖掘网络节点之间的潜

在关系,分析节点在网络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衡

量网络中节点地位和影响力的指标有度中心度和

中介中心度等。
度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用来衡量网络中

某节点与其他节点直接关联程度,表示一个节点

在网络中的地位,数值越大表示地位越高。 中介

中心度(Between Centrality)测量节点对于创新网

络中其他节点的控制能力,数值越大说明控制能

力越强,越能起到发挥 “桥梁” 或 “枢纽” 的作

用[26]。 本文从两个角度分析国家 /城市(区域)之
间的差距:一是度中心度差距,二是中介中心度

差距。
以度中心度最大的国家 /城市(区域)为标杆,

通过计算其他国家 /城市(区域)的度中心度与标

杆国家 /城市(区域)的差距,来衡量与标杆国家 /
城市(区域)的距离。 计算方式为:

D2 =
DC1 - DC2

DC2
　 (D2 ≥0) (2)

其中, DC1 为标杆国家 /城市(区域)的度中心

度; DC2 为其他国家 /城市(区域)的度中心度。 D2

值越大,说明与标杆国家 /城市 (区域) 的差距

越大。
以中介中心度最大的国家 /城市(区域)为标

杆,通过计算其他国家 /城市(区域)的中介中心度

与标杆国家 /城市(区域)的差距,来衡量与标杆国

家 /城市(区域)的距离。 计算方式为:

D3 =
BC1 - BC2

BC2
　 (D3 ≥0) (3)

其中, BC1 为标杆国家 /城市(区域)的中介中

心度; BC2 为其他国家 /城市(区域)的中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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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D3 值越大,说明与标杆国家 /城市(区域)的差

距越大。
对于社会网络分析,本文采用全计数法处理

合作论文数据,使用 UCINET 软件做中心度分析,
使用 Pajek 软件制作合作网络图。

三、科学计量视角分析

(一)我国与全球科学中心国家之间的距离快

速缩小

美国处于全球科学中心位置,并具有绝对优

势。 对发表 CNS 论文数在全球排名靠前的国家进

行对比分析(见表 1),2010—2019 年,运用分数计

数法和全计数法,美国年均 CNS 论文数分别为

1068. 5 篇和 14367 篇,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同

期,分数计数法计量结果显示,德国、英国年均

CNS 论文数分别为 140. 2、138. 9 篇,我国 2010 年

发表 CNS 论文 41. 2 篇,2019 年增长至 153. 3 篇,
年均 CNS 论文数为 80 篇。 全计数法计量结果显

示,德国、英国年均 CNS 论文数分别为 364 篇、353
篇,我国 2010 年发表 CNS 论文 108 篇,2019 年增

长至 330 篇,年均 CNS 论文数为 195 篇。 从全球

占比看,分数计数法计量结果显示,2010—2019
年,美国发表 CNS 论文数占全球的比重稳定在

50% 以上,我国占全球的比重由 2. 2% 提高至

7. 7% ,年均增长速度 15. 7% ;2019 年,我国发表

CNS 论文数超过德国和英国,全球排名第 2 位。
全计数法计量结果显示,美国占全球的比重稳定

在 70%以上,我国占全球的比重由 5. 7% 提高至

16. 6% ,年均增长速度 13. 2% ;2017 年以来,我国

发表 CNS 论文数超过法国,全球排名第 4 位。
在两种不同的计数方法下,美国均居全球首

位,而我国的位次有所不同。 在分数计数法下,
2019 年我国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在全计数法

下,我国位列美国、德国和英国之后,居第四位。
存在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学者作为第一

作者发表 CNS 论文的数量在快速增加,从 2010 年

的 35 篇,增加到 2019 年的 160 篇。 同期,德国从

124 篇增加到 158 篇,英国、日本、法国、加拿大呈

下降趋势,分别从 151、85、62、50 篇减少到 145、
59、46、38 篇。

表 1　 主要科学国家发表 CNS 论文数量

国家
分数计数法

2010 2019 2010—2019
国家

全计数法

2010 2019 2010—2019
美国 1087. 8 1021. 7 10684. 5 美国 1382 1470 14367
中国 41. 2 153. 3 798. 5 德国 303 424 3636
德国 126. 7 151. 6 1402. 3 英国 330 388 3528
英国 139. 3 131. 6 1389. 1 中国 108 330 1948
瑞士 42. 3 73. 5 566. 4 法国 193 222 2106
日本 92. 8 68. 8 680. 1 瑞士 125 214 1601
法国 67. 3 53. 4 644. 8 日本 175 206 1640

加拿大 52. 2 43. 5 467. 0 加拿大 155 176 160

我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正在快速缩小,从第

三方阵靠后位置,进入第二方阵行列。 以发表

CNS 论文数最多的美国为标杆,按照式(1)测算其

他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差距(见图 1)。 在分数计数

法情况下,2010—2019 年法国、日本、加拿大与美

国之间的差距在增加,德国、中国、瑞士与美国之

间的差距在缩小;我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缩小幅

度较大,由 25. 39 缩小至 5. 67。 如果将这几个主

要科学国家与美国的差距水平进行分类,德国、英
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稳定在 10 以内,处于第二方

阵(美国独自处于第一方阵),日本、法国、瑞士、加
拿大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在 10 ~ 30 之间,处于第三

方阵;我国从第三方阵的边缘位置逐步发展进入

到第二方阵位置。 在全计数法情况下,2010—2019
年其他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均呈缩小趋势,只
是缩小的幅度不同。 我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缩小

幅度最大,由 11. 8 缩小至 3. 45。 如果将这几个科

学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差距水平进行分类,德国、英
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稳定在 4 以内,处于第二方阵

(美国独自处于第一方阵),日本、法国、瑞士、加拿

大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在 4 ~ 13 之间,处于第三方

阵;我国从第三方阵的边缘位置逐步发展进入到

第二方阵位置,这与分数计数法情景下的结果相

似。 在分数计数法情景下,主要科学国家与美国

之间的距离大于全计数法情景下测算得到的距

离,说明与科学论文产出规模相比,其他国家在科

学论文产出质量方面与美国之间的差距更大。 这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高质量科研产出的优

势仍比较明显。 相较于其他国家,无论从产出规

模角度,还是产出质量角度,我国与美国之间的差

距缩小幅度均较大,显示出我国在前沿基础研究

领域处于快速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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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主要科学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差距(2010—2019 年)

　 　 (二)我国城市(区域)与全球科学中心城市

(区域)之间的距离持续缩小

我国城市(区域)发表 CNS 论文数持续增长。
分数计数法计量结果显示,2019 年北京、上海、广
东、安徽发表 CNS 论文数分别为 61. 9、25. 7、9. 6、
7. 5 篇。 全计数法计量结果显示,2019 年北京、上
海、广东、安徽发表 CNS 论文数分别为 153、91、55、
27 篇。 从时间维度看,2010—2019 年,北京和上海

发表 CNS 论文数持续增加,且稳居全国第一和第

二位。 同期,广东、浙江、安徽等区域发表 CNS 论

文数稳定增长。
美国科学研究的城市集群优势显著,城市集

中度相对较低;我国及其他主要国家科学研究城

市的集中度相对较高,一般集中于少数核心城市。
基于分数计数法,对 2019 年发表 CNS 论文数全球

前 20 的城市进行分析,美国城市 14 个,其中波士

顿和纽约位居全球第一、二位,CNS 论文数占美国

的比重分别为 18. 1% 、8. 5% ,其次为帕罗奥多

(6. 6%)、旧金山(4. 3%)、伯克利(4%)等城市。 中

国和英国城市各 2 个,分别为北京和上海,剑桥和伦

敦,2019 年这 4 个城市发表 CNS 论文数占本国的比

重分别为 40. 4%、16. 8% 和 30. 8%、22. 2%。 瑞士、
法国城市各 1 个,分别为苏黎世、巴黎。 这两个城市

发表 CNS 论文数占本国的比重分别为 44% 、
36. 2% 。 基于全计数法,对 2019 年发表 CNS 论文

数全球前 20 的城市进行分析,美国城市 11 个,其中

波士顿和纽约稳居全球第一、二位,占美国的比重分

别为 28. 2%和 14. 6%,其次为帕罗奥多(11. 1%)、
旧金山(8. 8%)、圣迭戈(8. 6%)、伯克利(8. 4%)等
城市。 英国城市 3 个,分别为剑桥、伦敦和牛津,占
英国的比重分别为 33% 、33% 、24. 5% 。 中国城市

2 个,分别为北京和上海,占中国的比重分别为

46. 4%和 27. 6% 。 瑞士、法国、日本和德国城市各

1 个,分别为苏黎世、巴黎、东京和柏林,占本国的

比重分别为 49. 1% 、37. 8% 、38. 8% 、17. 7% 。
相比于全计数法,在分数计数法下美国城市

表现出更强的竞争力。 基于全计数法,牛津、东
京、柏林均进入前 20 位,而在分数计数法下,这 3
个城市退至第 24 名、第 22 名、第 28 名,而美国的

纽黑文、普林斯顿和达拉斯 3 个城市则进入前 20
位。 2019 年纽黑文、普林斯顿、达拉斯以第一作者

发表 CNS 论文数多于牛津、东京和柏林,在分数计

数法下能够获得更高的分数。
波士顿、纽约在全球城市中处于科学中心位

置。 分数计数法计量结果显示:2019 年,波士顿、
纽约发表 CNS 论文数分别为 184. 8、87. 1 篇,占全

球的比重分别为 10. 4% 、4. 9% ,位居全球前两位;
同期北京、上海分别为 61. 9、25. 7 篇,2010—2019
年,北京占全球的比重从 1. 2%提高到 3. 5% ,全球

排名从第 16 名提升至第 4 名;上海占全球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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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0. 2% 提高到 1. 4% ,从第 102 名提升至第 12
名。 全计数法计量结果显示:波士顿、纽约发表

CNS 论文数分别为 414、214 篇,占全球的比重分别

为 20. 8% 、10. 7% ,位居全球前两位;同期北京、上
海分别为 153、91 篇,2010—2019 年,北京占全球

的比重从 2. 4%提高到 7. 7% ,全球排名从第 25 位

提升至第 4 名;上海从 0. 3%提高到 1. 1% ,从第 96
名提升至第 13 名。 我国广东、浙江、江苏和安徽四

个区域位列上海之后,虽然这 4 个区域的研发经费

投入数量在快速增长,且规模较大,形成了部分研

究优势学科领域,但在基础研究的前沿领域,与国

际领先区域仍有不小的差距(见表 2)。
表 2　 2019 年全球发表 CNS 论文前 20 位的城市(区域)
国家 分数计数法 全计数法

美国

波士顿;纽约;帕罗奥多;旧金
山;伯克利;圣迭戈;西雅图;
洛杉矶;纽黑文;帕塞迪纳;普
林斯顿;芝加哥;费城;达拉斯

波士 顿; 纽 约; 帕 罗 奥
多;旧金山;圣迭戈;伯
克利;西雅图;洛杉矶;
芝加哥;费城;帕塞迪纳

英国 剑桥;伦敦 剑桥;伦敦;牛津

中国 北京;上海 北京;上海

瑞士 苏黎世 苏黎世

法国 巴黎 巴黎

日本 — 东京

德国 — 柏林

以发表 CNS 论文数最多的波士顿为标杆,按
照式(1)测算其他城市(区域)与波士顿之间的差

距,即 D1 值。 结果显示,2010—2019 年,纽约、剑
桥、伦敦等城市与波士顿之间的差距在扩大,北
京、上海、广东等城市(区域)与波士顿之间的差距

在缩小。 基于分数计数法,2010—2019 年,北京、
上海、广东与波士顿之间的差距分别由 6. 33、
35. 2、52. 64 缩小到 1. 99、6. 19、18. 22。 同期,纽
约、剑桥、伦敦与波士顿的差距分别由 0. 91、2. 87、
3. 71 扩大到 1. 12、3. 54、5. 32。 基于全计数法,
2010—2019 年,北京、上海、广东与波士顿之间的

差距分别由 5. 2、15. 76、22. 75 缩小到 1. 71、3. 55、
6. 53。 同期,纽约、剑桥、伦敦与波士顿的差距分

别由 0. 77、1. 64、2 扩大到 0. 93、2. 23、2. 23。 基于

分数计数法,2010—2019 年我国北京、上海、广东、
浙江、江苏、安徽发表 CNS 论文的增速分别为

13% 、22. 4% 、14. 6% 、24. 2% 、19. 2% 、33. 3% ;纽
约、帕罗奥多、圣迭戈分别为 1. 1% 、4. 9% 、0. 9% 。
基于全计数法,2010—2019 年我国北京、上海、广

东、浙江、江苏、安徽发表 CNS 论文的增速分别为

14. 3% 、20. 5% 、18. 4%、19. 9%、20. 7%、23. 6%;纽
约、帕罗奥多、圣迭戈分别为 3. 2%、5. 3%、2. 3%。
可以看出,我国主要城市(区域)的 CNS 论文发表数

量处于快速增长时期,这是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持续

增长、研究不断积累的结果。 随着我国新一批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的逐步建成运行,以及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的不断壮大,这种差距还将进一步缩小(见表 3)。
表 3　 全球发表 CNS 论文前 20 位的城市及

　 　 我国主要城市(区域)与波士顿之间的差距

变量 城市 / 区域
分数计数法

2010 2019
城市 / 区域

全计数法

2010 2019

全球前 20 名

城市(区域)

纽约 0. 91 1. 12 纽约 0. 77 0. 93
帕罗奥多 2. 46 1. 74 帕罗奥多 1. 79 1. 54

北京 6. 33 1. 99 北京 5. 20 1. 71
旧金山 2. 70 3. 19 旧金山 2. 35 2. 18
剑桥 2. 87 3. 54 剑桥 1. 64 2. 23

伯克利 3. 69 3. 55 伦敦 2. 00 2. 23
圣迭戈 2. 39 4. 37 圣迭戈 1. 77 2. 29
苏黎世 8. 27 4. 76 伯克利 2. 24 2. 37
伦敦 3. 71 5. 32 西雅图 2. 61 2. 94

西雅图 4. 42 6. 06 苏黎世 4. 70 2. 94
上海 35. 20 6. 19 牛津 3. 60 3. 36

洛杉矶 3. 82 6. 61 上海 15. 76 3. 55
纽黑文 4. 12 6. 77 洛杉矶 2. 70 3. 87

帕塞迪纳 4. 86 7. 25 巴黎 2. 80 3. 93
普林斯顿 9. 03 7. 46 芝加哥 4. 70 3. 99
芝加哥 7. 84 7. 53 东京 2. 43 4. 18
费城 6. 13 8. 09 费城 4. 94 4. 52
巴黎 6. 74 8. 55 柏林 5. 33 4. 52

达拉斯 11. 49 8. 80 帕塞迪纳 2. 90 4. 59

我国主要城市

(区域)

浙江 104. 01 17. 28 广东 22. 75 6. 53
广东 52. 64 18. 22 江苏 30. 67 7. 45
江苏 96. 47 23. 56 浙江 34. 63 9. 10
安徽 269. 31 23. 82 安徽 70. 25 14. 33

四、科学合作网络视角分析

2014 年是我国科技创新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

程碑意义的一年。 在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分别

考察北京、上海,提出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全新要

求。 2016 年,国务院相继发布了北京、上海建设科

技创新中心的方案,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陆

续批复了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和北京怀柔建设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一系列科技创新战略、改革政

策、重大项目等陆续推出,国家和区域科学发展进

入新的阶段。 为考察科技创新中心目标提出后高

水平科学研究的变化情况,认识我国科学研究实

力在全球的位置变化,本文选择以 2014 年年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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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分界点,前后各设计 5 年的时间段,即 2010—
2014 年和 2015—2019 年,分析比较两个时间段的

发展变化特征。
(一)在全球科学合作网络中,我国与全球科

学中心国家仍有较大的差距

美国在全球科学合作网络中居于绝对中心地

位,我国正在向次中心位置方向发展。 对两个时

段国家间 CNS 论文合作网络进行分析。 结果显

示:美国的度中心度分别为 132、168,中介中心度

分别为 1273、744,均在世界中位居第一,是全球

CNS 论文合作网络的中心。 英国、德国、法国位居

全球前列,在全球 CNS 论文合作网络中处于重要

位置。 我国两个指标排名相对靠后,但正逐渐向

次中心位置方向发展(见图 2)。

图 2　 CNS 论文国家和地区合作网络(2015—2019 年)
注:合作数≥20,点大小表示论文数。

　 　 我国与美国在科学合作网络中的作用和影响

力方面仍存在不小的差距。 以度中心度和中介中

心度最高的美国为标杆,根据式(2)和式(3)计算

其他国家与美国在度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方面的

差距,即 D2值和 D3值(表 4)。 结果显示,德国、英
国、中国等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均在缩小。 与

2010—2014 年相比,2015—2019 年我国与美国之

间的 D2值由 0. 28 缩小到 0. 24,德国、英国分别由

0. 14、0. 07 缩小到 0. 08、0. 02。 同期,我国与美国

之间的 D3值由 8. 39 缩小到 6. 13,德国、英国分别

由 2. 05、0. 73 缩小到 1. 17、0. 26。 整体而言,与德

国和英国相比,虽然我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有所

缩小,但仍存在不小的差距。 究其原因,英国、德
国等作为传统的科技强国,其科学研究基础和实

力相对较强,我国与其相比还存在差距[27],虽然我

国在 CNS 论文发表规模上大幅增加,但是在科学

合作网络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尚不及英国、德国。

另外,美国的科学发展与英德法等欧洲国家存在千

丝万缕的联系,美国二战前后科学的迅猛发展与欧

洲这些科学强国的科学家大量移民美国有很大的关

系,此后仍保持着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见表 4)。
表 4　 主要科学国家与美国之间的距离

国家
2010—2014 年 2015—2019 年
D2 D3 D2 D3

德国 0. 14 2. 05 0. 08 1. 17
英国 0. 07 0. 73 0. 02 0. 26
中国 0. 28 8. 39 0. 24 6. 13
法国 0. 13 2. 20 0. 11 1. 73
日本 0. 32 7. 49 0. 27 5. 57

加拿大 0. 29 8. 73 0. 19 2. 24

(二)与世界科学前沿城市相比,我国城市(区

域)尚处于次中心位置,正努力提升在科学合作网

络中的作用与影响力

(1)波士顿、纽约居于世界城市科学合作网络

的中心位置,北京、上海等城市(区域)在网络中的

位置在不断提升。 对合作数大于 20 的前 50 名城

市的 CNS 论文合作网络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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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在全球科学合作网络中占据核心位置,特别

是美国的波士顿、纽约、圣迭戈,以及英国的剑桥、
伦敦等城市,我国城市(区域)处于相对边缘的位

置。 从变化趋势看,我国城市(区域)有两个主要

特征:一是进入 CNS 论文城市合作网络 TOP 50 的

城市(区域)数量在增加,2010—2014 年,仅北京 1
个城市;2015—2019 年,增加了上海和广东。 二是

城市网络的密度在提高,以北京为例,与 2010—
2014 年相比,2015—2019 年北京与更多城市有科

学合作关系(见图 3)。

图 3　 CNS 论文城市(区域)合作网络(2015—2019 年)
注:TOP 50 城市,合作数≥20。

　 　 在 2010—2019 年 CNS 国际合作论文总数排

名前 20 位的城市中,美国城市有 14 个,其中波士

顿、纽约、帕罗奥多、圣迭戈位居全球前 4 位。 英国

城市有 2 个,分别为剑桥、伦敦,位居全球第 5、6
位。 中国、法国、瑞士、日本城市各 1 个,分别为北

京(第 9 位)、巴黎、苏黎世、东京。 上海、广东居第

28、63 位。
(2)科学研究的合作城市范围明显在扩大,我

国城市(区域)与波士顿之间的差距在快速缩小,
但绝对距离还相对较大。 世界前 20 位城市及我国

上海、广东的度中心度均大幅提升,说明科学研究

的合作城市范围均在扩大。 以度中心度的值为划

分依据,可将这些城市划分为 3 个梯次:度中心度

值大于 1000 的设定为第一梯队,这一梯队的城市

合作空间范围最为广泛,合作城市数量较多;度中

心度值 700 ~ 1000 的城市设定为第二梯队;度中心

度值 400 ~ 700 的城市设定为第三梯队。 以下分析

将以 2010—2019 年 CNS 国际合作论文总数排名

前 20 位的城市及我国上海、广东共 22 个城市为样

本进行分析。
总体上,所有城市的度中心度都有所增加,城

市科学研究的合作空间范围在扩大。 第一梯队的

城市, 从 2010—2014 年 的 2 个 城 市, 增 加 至

2015—2019 年的 15 个城市,波士顿、伦敦的度中

心度分别由 1211、1013 提高到 1847、1642,始终位

居全球前两位,北京从第三梯队进入第一梯队,度
中心度由 652 提高到 1172,排名从 37 位提升到 14
位。 第二梯队的城市数量有所减少,除圣迭戈、休
斯顿外,其他城市在 2015—2019 年均进入第一梯

队行列,上海、广东进入第二梯队行列,排名由第

121、92 位提升到第 87、85 位。 以上分析表明,我
国城市(区域)高层次科学研究合作的城市范围得

到显著扩大,但与波士顿等科学强势城市相比还

有较大的差距,我国城市(区域)在全球科学合作

网络中还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见表 5)。

9

战略与决策　 我国距全球科学中心还有多远?



表 5　 CNS 合作论文数量排名前 20 位的城市及

　 　 我国部分城市(区域)所处位置情况

梯队 度中心度 2010—2014 年 2015—2019 年

第一

梯队
> 1000

美国:波士顿

英国:伦敦

美国:波士顿、伯克利、纽
约、巴尔的摩、西雅图、洛
杉矶、帕罗奥多、旧金山

英国:伦敦、剑桥、牛津

中国:北京

法国:巴黎

日本:东京

瑞士:苏黎世

第二

梯队
700 ~1000

美国:伯克利、纽

约、巴尔的摩、圣

迭戈、西雅图、洛

杉矶、休斯顿、帕

罗奥多

英国:剑桥、牛津

法国:巴黎

美国:圣迭戈、休斯顿、贝
塞斯 达、 纽 黑 文、 帕 萨

迪纳

中国:上海、广东

第三

梯队
400 ~ 700

美国:旧金山、贝

塞斯达、纽黑文、
帕萨迪纳

中国:北京、上海、
广东

日本:东京

瑞士:苏黎世

以度中心度最高的波士顿为标杆,根据式(2)
计算其他城市(区域)与波士顿在度中心度方面的

差距,即 D2 值。 结果显示:纽约、圣迭戈、伯克利、
西雅图、巴黎、洛杉矶、休斯顿等城市与波士顿之

间的差距有所增加;剑桥、伦敦、旧金山、北京、牛
津、苏黎世、东京、上海、广东与波士顿之间的差距

有所缩小。 与 2010—2014 年相比,北京、上海、广
东与波士顿之间的差距分别由 0. 86、1. 94、1. 64 缩

小到 0. 58、1. 31、1. 30。 总体上看,我国城市(区

域)与波士顿之间的差距在逐步缩小,但相较于剑

桥、伦敦、牛津等城市,我国城市(区域)与波士顿

之间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见图 4)。

图 4　 主要科学城市(区域)与波士顿在

　 　 度中心度方面的差距变化

(3)我国城市(区域)在全球科学研究合作网

络中的中介作用和影响力还相对较弱。 在 22 个城

市中,除了洛杉矶、休斯顿和纽黑文外,其他城市

的中介中心度均大幅提升。 说明这些城市在 CNS
论文合作网络中的中介作用和影响力均在提升。
若以中介中心度的值为划分依据,可将这些城市

划分为 3 个梯次:中介中心度值大于 100000 的设

定为第一梯队,这一梯队的城市在科学合作网络中

处于中心位置,对整个合作网络的影响力较大;中介

中心度 50000 ~ 100000 的城市设定为第二梯队;中
介中心度 50000 以下的城市设定为第三梯队。

绝大多数城市的中介中心度有所提高,说明

这些城市在全球 CNS 论文合作网络中的影响力进

一步提高。 2010—2014 年,波士顿位于第一梯队,
中介中心度为 155167;伦敦、巴黎、剑桥、伯克利位

于第二梯队;北京、上海、广东与牛津等城市位于

第三梯队。 2015—2019 年,第一梯队城市数量增

加到 4 个,分别为波士顿、伦敦、剑桥、牛津;第二梯

队城市有 6 个,分别为巴黎、纽约、苏黎世、西雅图、
伯克利、圣迭戈;第三梯队城市有 12 个,北京、上海、
广东仍处于这一梯队之中。 与 2010—2014 年相比,
2015—2019 年北京、上海全球排名分别由 27、133 位

提升到 14、106 位。 以上表明,我国城市(区域)在全

球科学合作网络中的桥梁作用得到明显提高,但与

波士顿、伦敦、剑桥等主要科学城市相比还有较大差

距,对全球科学研究的影响力还相对有限(见表 6)。
表 6　 CNS 合作论文数量排名前 20 位的城市及

　 　 我国部分城市(区域)所处位置情况

梯队 中介中心度 2010—2014 年 2015—2019 年

第一

梯队
> 100000 美国:波士顿

美国:波士顿

英国:伦敦、剑
桥、牛津

第二

梯队
50000—100000

美国:伯克利

英国:伦敦、剑桥

法国:巴黎

美国:伯克利、
纽约、圣迭戈、
西雅图

法国:巴黎

瑞士:苏黎世

第三

梯队
< 50000

美国:纽约、巴尔的摩、
圣迭戈、西雅图、洛杉

矶、休斯顿、帕罗奥多、
旧金山、贝塞斯达、纽
黑文、帕萨迪纳

英国:牛津

中国:北京、上海、广东

日本:东京

瑞士:苏黎世

美国: 巴 尔 的

摩、洛杉矶、休
斯顿、 帕 罗 奥

多、旧金山、贝
塞斯 达、 纽 黑

文、帕萨迪纳

中国:北京、上
海、广东

日本: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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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中介中心度最高的波士顿为标杆,根据式

(3)计算其他城市与波士顿在中介中心度方面的

差距,即 D3 值。 结果显示,纽约、剑桥、伦敦、北京、
牛津、苏黎世、东京、上海与波士顿之间的差距有

所缩小;其余城市(区域)与波士顿之间的差距有

所增加,并且有些城市的距离增加幅度较大。 与

2010—2014 年相比,北京、上海与波士顿之间的差

距分别由 5. 25、24. 87 缩小到 4. 59、22. 62,广东由

16. 21 增加到 18. 16(见图 5)。

图 5　 主要科学城市(区域)与波士顿在

　 　 中介中心度方面的差距变化

五、从“量的距离”到“质的距离”,跨越科学差

距的鸿沟

科学中心的转移具有长周期性,具有量变与

质变的交替性、综合性。 从 CNS 论文数据的分析

看,美国处于全球科学中心位置,既体现在高水平

科学研究成果的数量处于全球首位,更表现为其

在全球科学合作网络中处于中心节点、网络核心

位置,前者反映了美国科学研究“量”的程度,后者

反映了“质”的水平。 将空间视角从国家层面下

降到城市(区域)层面,可以看到美国具有明显的

城市集群优势,在世界排名前 20 位的城市中,占
有 2 / 3 的比例。 以美国及其核心城市为对标对

象,分析主要国家、城市(区域)在全球科学研究

网络中的位置,总结得到以下 3 个方面的主要

特征。
1. 我国与美国之间“量的距离”正在缩小,但

仍存在数量级差距

我国高水平科学成果产出数量在快速增

长,与美国之间的差距正在快速缩小,从第三方

阵靠后的位置,进入德国、英国所在的第二方阵

行列,美国独自处于第一方阵。 基于全计数法,
中美之间的距离 (D1) 由 11. 8 缩小至 3. 45;基
于分数计数法,中美之间的距离 (D1) 由 25. 39
缩小至 5. 67。 波士顿在全球城市中处于科学中

心位置,我国主要城市(区域)与波士顿之间量

的距离正在逐渐缩小。 基于全计数法,北京、上
海、广 东 与 波 士 顿 之 间 的 差 距 分 别 由 5. 2、
15. 76、22. 75 缩小到 1. 71、3. 55、6. 53;基于分

数计数法,北京、上海、广东与波士顿之间的差

距分别由 6. 33、35. 2、52. 64 缩小到 1. 99、6. 19、
18. 22。

2. 我国与美国之间“质的距离”也在缩小,但

是相对于“量的距离”的变化,缩小难度更大、速度

更慢

美国在全球科学合作网络中居于绝对中心地

位,而我国正在向次中心位置方向发展,我国与美

国在科学合作网络中的作用和影响力方面仍存在

不小的差距。 在 2010—2014 年和 2015—2019
年两个时间段,美国的度中心度分别为 132、
168,中介中心度分别为 1273、744,居世界第一

位,是全球 CNS 论文合作网络的中心,同期,我
国的度中心度分别为 103、135,中介中心度分

别为 136、104。 波士顿、纽约居于全球城市科

学合作网络的中心位置,我国城市(区域)与全

球标杆城市波士顿之间的差距在快速缩小,但
绝对距离还相对较大,中介作用和影响力还相

对较弱。
Bornmann 等(2017) [24] 利用 2004—2013 年全

球前沿文章(elite articles,TOP 1%高被引论文)的
参考文献,分析了各国对前沿知识的贡献,美国对

前沿科学论文的知识贡献比例(44. 1% )比其前沿

科学论文的全球占比(24. 02% )更大,证明其依然

是全球科学的中心,我国的这两项比例分别是

4. 24%和 9. 85% 。 虽然我国在前沿科学论文数量

及知识贡献方面快速上升,但相比于美国,仍有较

大的差距(见图 6、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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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主要科学国家与美国之间的距离变化

图 7　 主要科学城市(区域)与波士顿之间的距离变化

　 　 3. 全球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范围逐步扩大,
合作网络逐渐向多中心方向发展

2010—2019 年拥有合作论文数在全球排名前

20 位的国家,度中心度均呈增加态势,说明各国科

学合作网络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也间接说明有更

多国家逐渐加入到顶尖科学研究合作网络之中。
这种现象,既反映了科学发展的现代趋势,科学研

究的难度和复杂性在逐步提高,需要更多机构的

不同领域科学家协同完成,也反映了有很多国家

在科学研究领域实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

变化趋势。 我国的度中心度从 103 提高至 135,表
明我国高水平科学研究的合作国家范围进一步扩

大,与更多的国家开展科学合作。 同期,美国、德
国、英国的度中心度也从 132、116、123 提高到

168、156、164。
拥有较多 CNS 合作论文的国家的中介中心度

出现下降,如美国、德国、英国、中国等,而拥有相

对较少 CNS 合作论文的国家的中介中心度有所增

加。 我国的中介中心度从 2010—2014 年的 136 下

降至 2015—2019 年的 104。 同期,美国、德国、英
国的中介中心度从 1273、417、736 下降至 744、
343、590。 而加拿大、荷兰、意大利从 131、238、223
增加到 230、323、293。 CNS 合作论文大国在合作

网络中的中介作用在下降。 换句话说,网络中的

更多国家可以直接建立合作联系。 随着世界各国

对科学合作的重视,参与合作的范围与深度都在

增加,排名靠后的国家在全球科学合作网络中的

地位在逐步提升。
同时,也应该看到,虽然我国与美国之间“量

的距离”正在缩小,但是这种进步并不能全部归因

于我国科学水平的提升,还存在科学研究客观变

化规律方面的原因。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

研究的复杂性、交叉性、开放性和高成本性更加明

显,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需要多个组织、国家合作

完成,形成科学全球化发展趋势,导致跨国家、跨
城市(区域)的合著科学论文的比例越来越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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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每篇论文合著作者的数量规模也越来越大。 这

种变化表现在大多数国家的 CNS 论文数量都在增

长,国家、城市(区域)科学合作网络的范围也在不

断扩大。 在这种变化趋势中,我国 CNS 论文的数

量自然也在增长,合作范围也在扩大。 若剔除以

上影响因素,我国与美国之间实际的距离,可能比

我们从数据角度观察到的更大。 这反映出我国在

高水平科学研究中还相对缺乏主导性,从属性的

研究相对较多,在科学合作网络中处于次中心或

边缘位置,这也是我国科学研究亟待缩小的“质的

距离”。
只有深入认识“质的距离”背后的内涵及因

素,才能对这种距离概念有更深的理解,才能探求

缩小距离的方法和路径。 以下部分将分析科学中

心的形成及影响因素。
六、科学中心的形成及影响因素

科学中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是科学活动的

发展在地域空间上具有不平衡性(贝尔纳)。 科学

活动的本质是什么? 是高层次科学人才开展的一

种社会性活动,体现为精英科学家作为科学核心

的思想[28]。 因此,可以将科学中心理解为,高层次

科学人才在特定空间范围集聚所形成的具有显著

科学研究优势的区域,该区域能够产出一定规模

数量的前沿科学研究成果,引领全球科学的发展。
因此,对科学中心的形成机理及影响因素的分析,
可以转换为对高层次科学人才在特定空间范围集

聚及产出科学成果问题的研究。 由此,可以进一

步将问题延伸,高层次科学人才是怎样产生的?
为什么高层次科学人才在特定的空间范围集聚?
什么因素影响这种集聚? 什么因素影响高层次科

学人才的科学成果产出? 下面将对这些问题进行

探讨。
(一)科学中心与高层次科学人才

科学中心与高层次科学人才集聚具有一致性

关系。 高水平科学成果主要由高水平科学家创造

产生,高被引科学家是科学论文质量与影响力的

综合体现[29]。 以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Highly
Cited Researchers)数量代表高水平科学家群体规

模,与 CNS 论文数量结合,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显示:在国家、城市(区域)两个空间层面,CNS 论

文产出与高被引科学家规模均具有较强的正相

关性。
高层次科学人才的产生、发展造就了科学中

心的形成。 高层次科学人才起源于文化的开放进

步和教育的改革发展。 起始于中世纪的欧洲启蒙

运动、宗教改革和大学发展,开启了欧洲科学探索

的大门,在早期希腊科学精神的影响下,相继产生

了一批早期的科学家,探究自然、真理,实现了一

大批科学突破,奠定了欧洲全球科学中心的地位,
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是这一时期的科学中

心[30]。 进入 19 世纪,美国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快

速发展,文化上注重教育,美国政府积极推动改

革,颁布通过《莫雷尔法案》等,建立形成一批大学

机构,为高层次科学人才的引进、集聚和培养创造

了条件。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初期,欧洲社会政

治环境动荡,一大批科学家跨越大西洋,迁移至美

国,为美国高层次科学人才的大发展起到至关重要

的推动作用,由此美国成为 20 世纪中后期及 21 世

纪早期的全球科学中心国家。 谢宇等(2017) [31] 研

究认为,美国科学的成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

学接受了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二是科学研究吸纳

了庞大的科学家队伍。 Heinze 等(2019) [32] 基于

1901—2017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群体的研究,得到

结论:美国上升为全球主要科学力量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经过 20 世纪 40 年代到 20 世纪 60 年代的

过渡期,在 20 世纪 70 年代其科学中心地位得到巩

固,在这 3 个不同的时期,美国均表现为科学家

“流动赤字”(mobility deficit),即科学家由其他国

家移民至美国,促进了美国科学的大发展。
高层次科学人才的集聚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

机制。 科学并不是适合每个人的,大多数人缺乏

从事科学所必备的技能和兴趣,科学家不仅需要

天赋,还需要坚持、奉献、勤奋的精神[31],以及研究

所需的资源和环境,高层次科学人才培养、集聚与

扩散遵循 3 个“效应”逻辑。
高层次科学人才的传帮带效应。 高层次科学人

才的成长需要大师的指导,如果缺少大科学家的指

导,普通青年科学人才要想成长为高水平科学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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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很大,这是由科学知识学习、积累、创造的规律

决定的。 顶尖高层次科学人才毕业于顶尖大学的比

例较高,Schlagberger 等(2016) [20] 研究了 1994—
2014 年 155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传记信息,发现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博士(Ph. D. / M. D. )学位主要

从世界著名大学获得,顶尖大学招收最优秀的学

生,并为这些学生提供最优秀的教师和研究资源。
师徒关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0 世纪 40 年代到

20 世纪 60 年代,北美诺贝尔奖获得者与欧洲诺贝

尔奖获得者之间具有大量的跨大西洋师徒关系

(在欧洲获得博士学位,在美国做出获奖成果),之
后北 美 师 徒 几 代 获 得 诺 贝 尔 奖 的 例 子 屡 见

不鲜[32]。
高层次科学人才的流动效应。 世界科学前沿

领域是已有学科不断交叉作用形成的,青年科学

人才在传帮带效应的作用下,掌握了本领域的前

沿科学知识和技能,若要进一步做出具有开创性

的科学研究成果,需要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进而

形成新的前沿领域成果。 要实现这种实质性的交

叉融合,科学人才的流动特别重要,也是科学家职

业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 科学人才的流动,能够

帮助科学人才寻找更适合的研究平台,最大程度

发挥其研究潜能,实现科学人才的配置优化。
Schlagberger 等(2016) [20]的研究显示,78. 5%的诺

贝尔奖获得者在取得博士学位后,从所在学校流

动到其他机构,89. 6% 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做出

诺奖成果后,从所在机构流动到其他机构,而只有

10. 4%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获得学位、做出诺奖

成果、获得诺奖 3 个不同时期都在同一个机构,并
且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国家间的流动比例很小,一
般在一个国家内的不同机构间流动。 北美跨大西

洋师徒关系的现象也反映了这种效应的存在。
高层次科学人才的科学合作进化效应。 全球

科学的发展已经从“小科学” ( small science)进入

“大科学”(big science)发展阶段,科学研究的宽度

在扩大、深度在加深,需要更多的研究资源投入和

更多的科学人才参与,科学合作有利于降低科学

研究的成本,加快科学研究的速度。 因此,科学合

作的频率快速增加,在国家层面,CNS 合作论文网

络密度从 2010 年的 1. 55 增加到 2019 年的 1. 95,
在城市层面从 0. 091 增加到 0. 108。 科学对人们

具有吸引力的原因,除了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外,
科学家在现代社会中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声

望。 在美国,科学家的职业声望几乎是最高的[31]。
在科学合作和发表论文中,科学家极为重视自己

的学术声誉,寻求更高水平的科学合作者开展合

作研究,在更高水平的学术期刊上合作发表研究

成果[33],在这种选择机制作用下,优秀的青年科学

人才更容易与高水平科学家实现合作,有机会参

与前沿领域的研究,逐渐取得自己的高水平研究

成果,形成自己的学术声誉,进而成长为高层次科

学人才。 另外,科学人才的流动对科学合作进化

效应也具有正向作用,人才流动能够增加科学合

作的机会,降低合作成本(基于信任) [33]。
高层次科学人才发展的传帮带效应、流动效

应和科学合作进化效应,共同形成高层次科学人

才群体的网络关系迭代。 群体迭代具有时间和空

间的稳定性,美国高层次科学家群体,在时间上长

期保持这种师徒、同事、同学间的迭代关系,在空

间上分布于美国不同的城市(区域),形成强大的

科学人才凝聚效应,既吸引美国之外的高水平科

学家和青年科学人才进入,又向其他国家或区域

扩散科学人才。
(二)科学中心与科学机构

高层次科学人才在特定空间范围集聚,实质

上是在特定空间的特定机构集聚,可以将对空间

问题的研究转化为对科学机构的研究,即高层次

科学人才存在于什么样的机构之中? 为什么在这

些机构聚集?
高层次科学人才主要集聚于部分高水平科学

机构,主体是大学。 在 2019 年 CNS 论文作者机构

分布中,发表 CNS 论文数量最多(分数计数法)的
200 家机构合计占总量的 63% ,位居前五位的机构

是斯坦福大学、MIT、哈佛大学、哈佛医学院、中国

科学院,前 200 家机构以大学为主。 另外,这些高

水平科学机构在 CNS 论文发表方面的稳定性比较

好,2010 年 3 / 4 以上的 TOP 200 机构仍处于 2019
年的 TOP 200 榜单中。 以上现象也反映在全球高

41

中国软科学 2022 年第 6 期



被引科学家所在机构的统计中,2019 年“全球高被

引科学家”涉及 1200 个以上的机构,按照高被引

科学家数量对机构进行排序,TOP 200 机构高被引

科学家数量占比 67. 7% ,2 / 3 的高被引科学家聚集

于全球的 200 个高水平研究机构之中,而另外

1000 多个机构的高被引科学家数量合计仅占全球

的 1 / 3。 从机构类别看,在 TOP 200 机构中,大学

数量占比达到 79. 5% ,独立研究机构数量(含国家

设立的科研机构、医院及企业等)占比 20. 5% ,这
与西方国家的基础研究活动主要集中在大学相

一致[34]。
高层次科学人才的机构选择行为符合积累优

势理论。 默顿(1968、1977)从社会科学角度提出

马太效应和积累优势理论,在科学领域表现为“富
有的”科学家(获得更多承认和声望的科学家)和
机构更容易获得能促进其研究的资源(资助、实验

室、优秀的学生) [35]。 最好的研究型大学选择最

好的学生,最好的学生可以追随最好的导师学习,
更有机会成为新一代最有成就的科学家[36]。 针对

高被引科学家机构迁移与集聚特征的研究显示,
高层次科学人才的迁移规律基本符合积累优势理

论的观点,精英人才向顶尖机构集聚,工作环境、
机构声誉是非常重要的迁移因素[36]。 著名大学所

具有的优势能够吸引高层次科学人才加入,形成

马太效应和集聚效应,因此高层次科学人才集聚

于各国顶尖的科学机构。
高水平科学机构在国家层面具有较高的集中

度,在城市层面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 在

2019 年发表 CNS 论文数量(分数计数法)TOP 200
机构中,有 174 家机构来自于 CNS 论文发表数量

TOP 10 国家,占比 87% 。 其中,美国有 81 家机构,
占比 40. 5% ,英国、德国、中国和法国分别有 20、
18、11 和 11 家机构,顶尖机构的集中度非常高。
若从这些机构发表 CNS 论文数量看,174 家机构

发表 CNS 论文数量占全球比重达到 59. 2% 。 从城

市层面看,在 TOP 200 机构中,纽约有 8 家,波士

顿、北京(中国科学院计为 1 家)、巴黎、伦敦和苏

黎世分别有 6、5、5、4 和 3 家,合计占比 15. 05% ,
旧金山、圣迭戈、上海等多个城市有 2 家,高水平科

学机构在城市也具有一定的集中度,这些机构支

撑了所在城市的科学发展。 总体上看,高水平科

学机构在空间上主要分布于美英德法中等国,在
国家内部表现为“大分散、小集中”的特征。 美国

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和科学领先国家,政府和社

会均重视科学、人才发展,以法案、捐赠、基金等不

同法治形式,保证基础研究投入,维持先进的科研

设施和环境。 思想层面的重视、法治政策层面的

措施及雄厚的经济基础,使得美国形成了众多高

水平的科学研究机构,对世界各国的青年科学家

和高层次科学家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在美国移民

政策的作用下,进一步增强了美国科学机构的人

才集聚力[37],强化了这些科学研究机构的全球领

先地位。 另外,欧美国家的文化相近性、语言优势

和教育基础,也对美国科学人才集聚效应、网络效

应和科研机构的高水平发展起到了正向促进

作用。
(三)科学中心与基础研究投入

科学研究活动需要持续的经费投入,特别是

从“小科学”进入“大科学”时代,更需要巨大研究

资金的稳定保障。 科学研究机构的运转、大科学

装置的建设、科学仪器设备的购置、研究试验材料

的购买、科学人才的薪酬保障等,都需要资金的持

续投入,需要国家在基础研究方面匹配足够的资

源。 CNS 论文发表数量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一个国家基础研究的综合水平与实力,进一步

看,是各国基础研究资金投入的结果体现。 纵观

世界科技发展史,基础研究强国无一例外都是科

技强国,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科技强国是不

可能实现的[38]。 长期以来,虽然我国基础研究取

得了长足进步,但短板依然突出,表现为顶尖研究

人才和团队缺乏,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其根本原

因在于我国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不足[39]。 2019
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 1335. 6 亿元,占全社会

R&D 经费支出的比例为 6% ;2018 年,美国基础研

究经费投入 1010 亿美元,占比 16. 6% 。 无论是基

础研究经费规模,还是投入比重,我国与美国还存

在相当大的差距。 从国家层面 CNS 论文发表数量

与基础研究经费的相关性分析看,二者呈现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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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相关关系,基础研究经费的规模,决定了高水

平科学成果产出的数量。 我国要成为全球科学中

心,必须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我国城

市(区域)要成为全球科学中心城市(区域),也必

须在基础研究领域持续稳定投入足够的资源。
(四)科学中心与科技政策

每一次科学中心在国家间的转移都与相应时

代的经济、文化、社会变革具有密切的关系。 英国

科学协会、科学学会的形成,富裕阶层的赞助,在
促进英国科学快速发展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17
世纪科学发展的中心从意大利转向英国[31]。 法国

政府的支持及法国科学院的高效运转,促进了科

学中心转向法国,但是 1830 年后,法国体制的僵化

以及教育与研究之间的脱节,阻碍了法国科学的

进一步发展[31]。 19 世纪后期,德国成功进行了教

育的改革,教育与研究紧密结合,大学成为科学生

产的中心,世界科学中心逐渐转移至德国。 20 世

纪,美国的工业发展和大学教育的改革,为美国科

学发展奠定了经济和人才基础,工业界、学术界与

政府的紧密合作,大科学计划的实施,加速了美国

走向科学中心位置。 从历次科学中心的转移看,
科学研究从随机的、分散的、个人的“小科学”模

式,逐渐向具有目标性、组织性、综合性的“大科

学”模式转移,科学研究所需的条件也在发生变

化,需要更加适配的组织结构、管理机制,以推动

其向更高水平发展,无论是科学协会、科学院、大
学改革,还是更具系统性的政产学研合作,都顺应

了科学内在的发展规律和趋势。 变革带来了科学

研究产出效率的提高,促进了科学研究机构的发

展,导致了高水平科学人才的发展和空间集聚。
进一步归纳总结:通过结构、机制变革,提高科学

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率,使国家(或区域)达到并保

持在科学研究的前沿面,因此核心变量是“效率”。
本文重点从人的产出效率观察这个核心变

量。 每名研究人员科技论文数反映了一个国家或

区域科研人员的知识产出效率和能力[40],高水平

科学家群体的产出效率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区域)
的高水平知识产出效率。 相较于波士顿、旧金山

等城市,北京拥有较多的高被引科学家,但产出的

CNS 论文数却相对较少。 按照全计数法,2019 年

北京发表 CNS 论文 153 篇,拥有高被引科学家 178
人次,平均每位高被引科学家发表 0. 9 篇论文,上
海和广东分别为 1. 9 篇和 0. 9 篇,旧金山、剑桥高

达 3 篇和 2. 2 篇。 按照分数计数法,2019 年北京

平均每位高被引科学家发表 0. 3 篇论文,上海和广

东分别为 0. 5 篇和 0. 2 篇,旧金山、剑桥高达 1 篇

和 0. 7 篇。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城市高水

平知识产出的效率与标杆城市仍有较大距离,需
要高度重视如何通过制度创新等方式提高现有高

层次科学人才的产出效率。
为什么美国高层次科学家的产出效率更高,

而我国的却相对较低? 什么因素影响了这种效率

的差异? 有以下几种可能的解释:①科学基础与条

件的差异。 美国的科学研究具有上百年的基础和沉

淀,近几十年更是引领了世界科学的发展,汇聚了全

球顶尖科学家,研究开发出全球最先进的科研仪器

设备、材料和方法工具,积累了丰富的科研数据信

息,而我国基础研究起步较晚、底子较薄,在人才、条
件等方面均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②科学家的差

异。 美国高水平科学家及博士群体,科学素养较

高,科学研究功底扎实,传帮带效应和积累优势理

论,使其长期处于较高的水平;而我国科学家及博

士研究群体在研究素养方面与之相比还有一定差

距,这种差距的缩小需要长期的学习过程和群体

的持续迭代提升。 另外,美国科学家的宽松选择

机制(机构迁移、城市迁移等)有利于其潜能的发

挥和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高水平人才在平台

和空间上的广泛扩散;而我国科学家群体在流动

方面还存在诸多障碍,流动成本相对较高。 ③科

学研究的环境氛围差异。 美国的科学研究评价系

统、奖励系统、资助系统,遵循普遍主义原则,管理

设计围绕科学研究展开,科学家在管理中发挥重

要作用,这种管理设计有利于科学人才合作竞争、
发挥最大潜能;而我国遵循行政主义原则,管理设

计以行政层级为中心展开,科学家在管理中发挥

作用的范围和程度相对有限,在这种管理模式下,
科学家潜能能否充分发挥还存在疑问。 ④科学圈

的差异。 美国能够长期保持在科学研究中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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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和高效率,国际科学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美
国可以充分利用其他国家的科学设施和人才资

源,实现其科学目标,由于美国在科学领域的领先

地位,其他国家科学家更愿意与美国进行合作研

究,合作发表高水平研究成果,以提高自身的科学

研究能力和国际声望。 在国际科学合作中,语言

(language)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是高效率沟通的

通道,能够促进社会联系、增加交流与合作机会,
英语有利于美国与欧洲国家,以及其他英语国家

的合作,根据 Paasi(2005) [41]、Gyorgy(2018) [42] 等

的研究,英美期刊在科学出版界占据主导地位,城
市科学产出效率与是否是盎格鲁势力系统(Anglo-
sphere system)具有较强的关系。 我国高水平国际

科学期刊数量仍比较少,我国科学家在国际科学界

的可见度( international visibility)仍需要进一步提

高[34],影响可见度的因素有多个方面,其中语言是

重要因素之一。
以上分析分别从高层次科学人才、科学机构、

基础研究投入和科技政策 4 个方面,认识了“质的

距离”背后的因素及其逻辑。 科学中心的发展具

有很强的系统性,需要从多个方面协同推进,要在

发展中提高资源产出效率,唯有如此才能实现追

赶超越的目标。
七、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 CNS 论文,采用科学计量学和社会

网络分析方法,从国家和城市(区域)两个空间视

角,对全球主要国家和城市进行对比分析,测算得

到我国距离全球科学中心的距离,并分析了距离

背后的内涵及因素,形成以下认识。
(1)全球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范围逐步扩大,

合作网络逐渐向多中心方向发展。 有更多国家逐

渐加入到顶尖科学研究合作网络之中,既反映了

科学研究的难度和复杂性在逐步提高,需要更多

机构参与,也反映了有不少国家在科学研究领域

实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变化趋势。
(2)美国处于全球科学中心位置,并具有绝对

优势,我国与其之间“量的距离”和“质的距离”均
在快速缩小,但“质的距离”缩小的难度更大、速度

更慢。 我国的高水平科学成果产出数量在快速增

长,与美国之间的差距正在快速缩小,美国在全球

科学合作网络中居于绝对中心地位,而我国正在

向次中心位置方向发展,我国与美国在科学合作

网络中的作用和影响力方面仍存在不小的差距。
波士顿、纽约居于全球城市科学合作网络的中心

位置,北京、上海、广东与全球标杆城市波士顿之

间的差距也在快速缩小,但绝对距离还相对较大。
美国科学研究的城市集群优势非常显著,城市集

中度相对较低;我国及其他主要国家城市的集中

度相对较高,一般集中于少数核心城市。
(3)科学中心本质上是高层次科学人才在特

定空间范围的集聚。 高层次科学人才的产生、发
展造就了科学中心的形成,高层次科学人才发展

的传帮带效应、流动效应和科学合作进化效应,共
同形成高层次科学人才群体的网络关系迭代,群
体迭代具有时间和空间的稳定性。 高层次科学人

才集中于少数高水平研究机构,主体是大学。 我

国的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已经接近于世界前沿科

学机构。 但是,就整个国家来说,数量仍然较少,
不足以支撑世界科技强国建设,还需要有更多、更
多元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向上发展。 科学中心发

展的核心变量是科学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率。 在

“大科学”时代,美国通过结构、机制变革,提高科

学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率、高层次科学家的产出效

率,使国家(或区域)达到并保持在科学研究的前

沿面,位居全球科学中心地位。
(二)对我国科学发展的政策启示与建议

一个国家的科学研究具有强大的惯性,我们

无法预测我国将在何时追赶上美国、何时成为全

球科学中心,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目标不是短时

间内可以实现的,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 要

实现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方面

需要变革,以下从国家和城市(区域)两个层面提

出建议。
1. 国家层面

(1)优化基础研究空间布局,实施“大分散,小
集中”策略。 全球科学系统的整体发展趋势是分

散与集中相结合,形成分布式多中心的态势,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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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局部城市(区域)的
大集中,难以支撑世界科学强国建设。 我国基础

研究空间布局,应考虑在更多的区域中心城市部

署基础研究设施、机构,引导更多区域参与基础研

究投入,从而让我国基础研究在更大空间范围、更
广资源领域、更多样性环境的支撑下发展。 “大分

散”要处理好区域间的分工协同,避免资源的重复

投入。
(2)实施科学机构上的变革,“稳住一片,凸起

多点”。 在现有的形势下,对大学、国家科研机构

的改革,短期内难有大的突破,以稳定为主,主要

在评价、激励、放权等方面调动积极性。 在稳住基

本科学力量的前提下,更要加大探索新型科学研

究组织的力度,在前沿交叉领域,探索建立新型科

学研究组织,探索新型管理模式、运作机制。 其一

可以摸索科学资源投入产出效率提升的新路径,
其二可以扩大科学机构的多样性,有利于科学人

才的流动与配置优化。
(3)实施科学人才管理模式的变革,“效率优

先、兼顾公平”。 以提高效率为核心,改革人才的

管理模式。 一是要在科学系统中,鲜明树立“效率

优先”的大旗,在招揽、培养、评价人才过程中不以

学历、年龄、职称、职务、出身等论英雄,破除各种

固化的等级化思维观念,创造良好的科学研究软

环境,让不同类别科学人才最大化发挥个人潜能。
二是改革科学机构的人才管理机制,降低科学人

才流动的成本,增加流动的机会,减少科学人才在

整个社会层面配置的摩擦成本,促进科学人才合

理流动。 三是在不同空间和领域建立更多的高水

平科学研究机构,使科学人才具有更多的流动选

择性,增加人才流动对学科和领域前沿交叉发展

的推动作用,最大化国家整体科学人才潜能的

发挥。
(4)扩大全球科学合作范围,实施新型“引进

来、走出去”策略。 坚持“引进来”:一是以新型科

学组织,通过国际化运作机制,引进国外高水平科

学人才;二是对外开放重大科学设施平台,通过服

务与合作形式,吸引国外科学研究项目“进入”我

国。 坚持“走出去”:一是高水平科学期刊要走出

去,增加国际期刊数量,扩大国际影响力,提高我

国科学家在国际科学圈中的可见度和认同度;二
是支持青年科学人才以不同形式走出去,走进国

际科学圈,建立更多的科学合作关系,强化国际交

流与合作的通道。
2. 城市(区域)层面

(1)创造基础研究发展的区域环境。 城市(区
域)要积极对接国家重大科技战略,创造条件,承
接国家重大科技战略投资在本地落地,吸引科学

人才进入本地。 在航空、外事、国际环境本地化等

方面优化国际交往环境;以科学人才的需求为标

准,在局部空间范围高起点建设生活基础设施,优
化生活硬环境;在城市服务便利化、教育医疗、营
商环境改进等方面优化生活软环境;在本地积极

营造尊重科学、崇尚科学的文化氛围。
(2)加强对本地大学的建设,积极参与建立新

型科学组织。 城市(区域)要重点推动本地大学的

建设,完善大学发展的外部软硬件环境,在大学高

水平人才引进与培养方面给予支持。 要促进大学

与本地科研机构、企业的合作交流,充分利用大学

研究资源服务本地产业技术发展,充分利用本地

应用场景服务大学科学技术研究,形成良好的区

域创新生态。
(3)链接基础研究与区域产业发展。 区域在

基础研究领域进行投资,必须形成基础研究与区

域产业发展的关联,否则投资难以持续。 不同区

域根据自身资源状况,可选择不同路径。 一是区

域根据本地产业创新优势,切入基础研究领域,争
取国家及产业投资。 二是区域依靠本地基础研究

资源,扩展新的产业,或与现有产业结合,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 三是区域从外部引入科学技术成果

在本地落地,培育新兴产业,培育新型科学研究

机构。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尽管本文采用不同方法从多个视角认识我国

与全球科学中心的距离,得到了一些结论,但仍存

在一些不足:①高水平科学研究成果并非都发表

在 CNS 期刊上,还有很多其他的表现形式和公开

渠道,未来研究可扩大样本数据的范围,以期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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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可靠的结论。 ②本文只对国家和城市(区域)
的合作网络进行了分析,未深入到科学机构层面,
未来研究可从机构合作的角度,观察国家、城市

(区域)的合作结构特征。 ③科学中心的形成及演

变极为复杂,本文初步归纳分析了人才、机构、
投入及政策等影响因素,未来还可从定量角度

深入研究内在的机理与过程,另外还可将研究

分析视角扩展到经济、社会、政治、国际关系等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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